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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扩展的ＳＴＩＲＰＡＴ方程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等理论，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解析数字经济
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降低区域碳排放水平，且该结果在经过一系列稳健

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就其作用机制而言，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的方式降低区

域碳排放。进一步考虑数字经济低碳减排效应的空间关联特征后发现，数字经济不仅可以推动本地区实现低碳发

展，同时也有助于降低邻近地区的碳排放。非线性关系检验表明，在研究时段内，数字经济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在

整体上已经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顶点，即中国当前的数字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低碳减排阶段。伴随经济发展水

平的演变，数字经济对区域碳排放的负向影响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当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跨越门槛值后，数字

经济的低碳减排效应呈现边际递增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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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

为了加速推进全球绿色低碳治理，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中国将提

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２０３０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２０６０年前实现碳中和”。由于“双碳”目标的实现依赖于新型电力系统，而受到新能源发电出力波动影响以

及储能技术约束，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在短期内仍存在较大难度。自２０２１年下半年开始，煤炭价格上涨叠

加减排目标的政策压力，中国部分地区陆续通过拉闸限电的方式进行能耗双控限产，从而引发社会热议。

绿色低碳转型的发展诉求一方面可以推动生产经营方式的升级，另一方面则与传统的投资增长模式相矛

盾，按照已有研究对中国经济增长趋势的预判，未来的绿色低碳转型仍需满足由经济增长带来的能源需求

增量［１］。因此，如何在保证经济平稳增长的同时如期达成“双碳”目标，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

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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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数字技术的应用普及，数字经济无疑为缓和经济增长与绿色低碳转型的矛盾提供了新思路。已

有研究模拟表明，相比以化石能源和重工业为主的传统经济刺激方案，以发展清洁能源和数字经济为主

的绿色复苏方案对经济增长具有更强的拉动效应［２］。聚焦数字碳中和的技术优势，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

调指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

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中国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迅速，这

也为数字赋能中国实现“双碳”目标创造了有利契机。从后疫情时代的发展经验来看，数字经济和绿色发

展已成为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主要方向，加快推动二者实现深度融合成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必

然要求。

　　二、文献综述

伴随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数字技术成为解决能源资源利用与生产生活需求矛盾的核心，数字技术的

创新应用可以有效促进能源清洁生产和能源绿色消费［３］。就数字经济赋能区域绿色低碳发展的作用而言，

已有研究多将其归于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框架之中，进而作为补充性内容探讨数字经济驱动高

质量发展的低碳路径［４］。在实证层面上，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考察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

响［５］。在关注数字技术绿色低碳价值的基础上，目前也有少数学者基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宏观视角，通过定

性分析以及实证检验方法探讨了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相关研究认为，数字经济不仅可以通过促进绿

色技术创新显著降低区域碳排放［６］，而且也能够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缓解信息不对称等方式显著降低

碳排放强度［７］，且相较于产业数字化而言，数字产业化具有更强的碳减排效应［８］。由于数字技术具有较强

的空间关联性和渗透性，因此，数字经济也可以通过发挥空间外溢效应推动区域之间形成协调发展的碳减

排格局［９］。受到地理边界变化的影响，数字经济碳减排效应的空间外溢在不同的经济圈层内存在差异［１０］。

基于分样本的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提升碳生产率的正向外部效应在东部地区尚未得到有效发挥［１１］。

另外，也有学者基于政策评估的角度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碳排放的赋能作用，研究认为数字经济赋

能可以通过优化产业结构等方式降低城市碳排放，尤其是对于非资源型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较好的城市，

数字经济对城市低碳减排的赋能作用更为显著［１２］。

然而，也有部分研究认为，数字经济本身并非具有绿色低碳的天然属性，其发展不仅没有改变生产消费

的资源偏好，而且造成了对资源依赖的加剧［１３］，数字信息技术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可能会因为加剧耗

电量而造成碳排放的大幅上升［１４］。数字经济对边际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而且对碳排

放增长率的影响存在产业结构、人口集聚、城镇化的遮掩效应［１５］。结合两种不同的认识，也有研究利用国际

经验数据进一步分析指出，数字产业规模的扩张虽然可能会增加碳排放强度，但其可以通过革新产业技术

的方式降低碳排放，因而在整体上有利于推动低碳发展［１６］。考虑到数字经济的网络效应，数字经济与碳排

放之间的关系也可能具有非线性特征［１７］。采用中国地区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呈

现显著的倒Ｕ型关系［１８］。另外，一些研究通过对比分析发现，数字经济碳减排效应的发挥可能依赖于一定

的经济背景，当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数字技术应用有助于促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１９］。经济增长目标

会削弱数字经济对碳减排的作用，而环境目标约束则会强化数字经济的低碳治理效应［２０］。数字经济的碳减

排效应也受到经济集聚的影响，在经济集聚背景下，数字经济具有非线性空间减排效应，其发展与本地及邻

近地区的碳排放之间呈现不同的Ｕ型曲线关系［２１］。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为本文认识数字经济发展的碳减排效应提供了重要启示，但通过回顾既有研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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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第一，受到数字经济发展实践的限制，目前国内外关于数字经济赋能低碳发展的认识仍主要停留在公共

定性讨论层面，且相关研究主要探讨互联网、人工智能、普惠金融等数字技术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鲜有

研究直接考察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因此，针对数字经济低碳减排效应的研究亟待补充。第二，受到

数字经济发展动态的复杂影响，同时由于指标设定以及模型构建不足等问题，既有实证研究对数字经济与

碳排放之间关系的认识尚未达成一致。而在“双碳”目标约束的现实背景下，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

影响是否具有与国际经验类似的特征，这对于明确低碳发展政策的设定方向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需要利

用国内经验数据进一步开展实证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首先，基于扩展的ＳＴＩＲＰＡＴ方程以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等理

论，并结合国内外数字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从直接效应、空间效应以及非线性效应等多维度分析探讨数字

经济的低碳减排机制，从而深化对数字经济与碳排放关系的理论认识。其次，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

构建多种计量模型综合检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的关系，以期能够明晰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影响的作用方向及

其影响机制。最后，在考虑“双碳”目标政策约束下，以数字经济的低碳减排效应为导向，为制定与经济高质

量发展相契合的低碳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三、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数字经济赋能区域低碳发展的减排机制

在研究人类发展与环境问题的因果关系过程中，埃尔利希和霍尔德伦（Ｅｈｒｌｉｃｈ＆Ｈｏｌｄｒｅｎ，１９７１）［２２］较早

提出了概念性的ＩＰＡＴ（ｉｍｐａｃｔ，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ｆ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方程，以此分析人口规模、富裕程度、技术水平

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根据实际研究需要，学者们在ＩＰＡＴ模型基础上通过扩展进一步形成了ＩｍＰＡＣＴ方程和

ＳＴＩＲＰＡＴ方程。其中，作为ＩＰＡＴ模型的随机形式，ＳＴＩＲＰＡＴ方程可以对模型中的相关变量进行分解研究。

作为一种定量分析环境负荷影响因素的有效方法，ＳＴＩＲＰＡＴ方程结构简明，并且具有充分的生态学依据，从

而被广泛应用于能源消费、生态足迹以及碳排放等研究中。根据 ＳＴＩＲＰＡＴ方程的参数设定，环境污染的指

数增长主要受到人口、经济与技术因素的影响，其一般形式表示如下：

Ｉ＝ａ×Ｐｂ×Ａｃ×Ｔｄ×ｅ （１）

式（１）中，Ｉ表示以环境污染为主的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在本文中用于表示碳排放的环境负荷），Ｐ

表示人口规模，Ａ表示以收入水平衡量的富裕程度，Ｔ表示科技发展。ａ为常数项，ｂ、ｃ、ｄ分别为上述各因素

对应的弹性系数（弹性系数既可以作为常数，也可以作为函数形式出现），ｅ为均值为１的方程误差项。在

式（１）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虑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由于数据要素既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直接参与

生产活动，同时也以技术进步的形式间接扩展了边际报酬递增的边界，因此，本文将数字要素投入对碳排放

的影响从技术进步中分离出来，构造扩展的 ＳＴＩＲＰＡＴ方程。假设 Ｄ表示数字要素，μ表示数字要素投入的

弹性系数，扩展的ＳＴＩＲＰＡＴ方程形式如下：

Ｉ＝ａ×Ｐｂ×Ａｃ×Ｔｄ－μ×Ｄμ×ｅ （２）

在实际分析中，由于科技发展因素Ｔ属于内生化的因素，同时现实发展中也存在影响碳排放的其他复

杂因素，为了简化分析，理论上一般将Ｔ与其他影响因素一并归入误差项中。另外，为使模型设定符合参数

估计和假设检验的线性特征，对式（２）两边同时取对数，最终得到如下模型：

ｌｎＩ＝ｌｎａ＋ｂｌｎＰ＋ｃｌｎＡ＋μｌｎＤ＋ｌｎｅ^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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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形式逻辑的演绎结果，就数字经济低碳减排效应的现实逻辑而言，以非实物形式存在的数据资源

本身具有无限复制和即时共享的环境友好特征，其生产和流动带来的边际效益增量远大于几乎为零的边际

成本［２３］。随着数字要素投入的增加，各类生产要素结构更趋优化，技术创新水平不断提高，传统高耗能、高

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被打破，更少的自然资源可以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这与追求生态效率的绿色低碳发

展理念相契合。进一步从直接产生碳排放的能源活动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赋能低碳减排的作用机制主要

体现在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两方面。

首先，就能源利用效率而言，有别于传统工业生产对有形资源和能源的过度消耗，以数据信息作为关

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具有绿色低碳的天然属性。从企业生产服务的全生命周期来看，数字化平台不仅

可以降低行业内部的信息交流成本，也可以通过实时监测、收集、分析能源流数据，帮助企业优化生产服

务流程，从而降低生产过程中能源资源的无谓损耗［２４］。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集中反映于技术进步在整

体上具有绿色偏向性特征，而数字技术在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同时，也有利于扩大其在实际生产中的应

用场景。另外，具有共享特征的数字经济也为共享经济的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共享经济能通过重复

高效利用闲置资源避免不必要的新产出［２５］，进而可以减少产出能耗。数字技术还可以通过健全碳排放

监管体系和完善碳交易市场增强公共部门对能源供应和能源使用的有效调控，从而有助于倒逼企业提升

能源利用效率。

其次，就能源消费结构而言，大数据分析和智能操控系统不仅可以通过全流程参与新能源的开发利

用环节扩大清洁能源的消费比例，而且可以实现新能源与传统能源的跨区域调配使用，从而起到优化能

源消费结构的作用。大数据对能源供求变化的动态模拟也可以优化碳排放足迹，从而能够引导地区实现

能源消费升级。从产业发展的宏观层面来看，以低耗能为特征的服务业与人工智能之间具有互补性，因

此，以产业智能化为引领的新型服务业引致的产业绿色转型则可以间接优化能源利用结构。数字技术创

新进一步衍生的数字金融不仅能够以其无纸化特征降低个体参与消费过程的交易成本［２６］，而且也能有

效解决绿色低碳行业的融资难题，从而可以助推新能源企业发展。就移动终端应用而言，数字消费群体

的扩大和数字消费平台的建立直接减少了会议、办公、交通等线下经济活动的频次与幅度，这有助于培养

人们使用电力等清洁能源的消费偏好，从而推动形成绿色低碳消费的生产生活方式。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降低区域碳排放。

假设２：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的方式赋能区域低碳发展。

　　（二）数字经济赋能区域低碳发展的空间效应

由于数字经济与碳排放均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特征，数字经济对区域低碳发展的影响会产生明显的空

间溢出效应。一方面，就数字经济而言，首先，数字要素本身具有高效融合、强力渗透、即时传播的特征，其

生产能够在区域之间实现自由流动，这使得本地区的数字要素生产能够优化邻近地区的要素投入结构，从

而通过发挥经济协同效应影响邻近地区的碳排放。高度互联互通的信息网络可以通过打破信息壁垒和提

升资源可获得性，从而可以降低区域之间由于要素流动造成的能源消耗。其次，数字技术具有显著的正外

部性和空间辐射功能。数字技术产生的知识技术溢出效应在增强本地产业对外部环境响应能力的过程

中［２４］，也可以使相关企业快速获取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从而能够降低企业生产制造过程产生的碳排放。

借助互联网平台，产品服务等信息的交流共享可以促进商务合作，并避免低层次的重复生产，从而帮助企业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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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能耗产出。在消费品市场，信息通信技术在降低产品服务价格的同时，也会通

过价格传递机制引导邻近市场降低能耗产品需求［２７］。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也有利于构建区际合作的能源

消费市场和环境监管体系，从而为推动区域绿色协同发展提供支撑。另一方面，就碳排放而言，伴随自然气

候条件的变化，碳排放不仅在空间上具有动态扩散性，而且通信技术推动的产业转移和要素流动也使得碳

排放在不同区域之间进行传播［２８］。受到经济关联效应、竞争效应以及示范效应的影响，区域碳排放会在邻

近地区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性［２９］。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３：数字经济不仅能够降低本地区的碳排放水平，也有助于促进邻近地区实现低碳发展。

　　（三）数字经济赋能区域低碳发展的非线性特征

根据对数字经济发展以及区域碳排放水平演变特征的认识，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可能具有非线性特

征。首先，从理论逻辑的角度来看，伴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演变，碳排放与数字经济发展分别具有非线性特

征。就碳排放而言，根据环境库兹涅茨（ＥＫＣ）曲线理论，包含碳排放因素的环境污染水平与表征地区富裕

程度的人均生产总值之间存在倒Ｕ型曲线关系。就数字经济而言，根据梅特卡夫法则，网络价值随着用户

数量的增长呈现指数增长趋势，当数字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网络用户会通过突破某个临界值触发正

反馈机制，从而实现网络价值的爆发式增长。因此，数字经济与碳排放的函数叠加可能会使二者呈现非线

性关系。其次，从现实逻辑的角度来看，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会带来较大的投资增长，而且以数据中心、

人工智能、５Ｇ网络为代表的高耗能数字技术以及与之配套的信息技术设备、制冷设备、配电设备等数字基础

设施在运营过程中会加剧电力消耗，从而导致区域碳排放水平的上升。而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数字

基础设施的完善会缩小数字设备的生产空间，数字技术创新会降低数字设备能耗水平，而且，环境数据信息

服务系统的建立也可以优化碳排放路径，数字经济因而会发挥低碳减排的效应。因此，在不同发展背景下，

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作用方向可能存在差异。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４：伴随经济发展水平演变，数字经济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当经济发展水平跨越

阈值后，数字经济能够产生更强的低碳减排效应。

　　四、实证分析

　　（一）变量设定

１．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碳排放水平（ＣＤＥ）。由于既有统计中缺少对碳排放水平的直接监测数据，而经济活

动造成的能源消耗是产生二氧化碳（ＣＯ２）的主要来源，因此，本文基于能源消耗量测算区域ＣＯ２排放水平。具

体方法参照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提供的ＣＯ２排放系数法进行测算，其计算公式如下：

ＣＤＥ＝∑
７

ｎ＝１
Ｅｉｎ×ＣＦｉｎ×ＣＣｉｎ×ＣＯＦｉｎ×

４４( )１２ （４）

其中，ＣＤＥ表示ＣＯ２排放总量，下标ｉ、ｎ分别表示ｉ地区第ｎ种化石能源的消费量，Ｅ表示各类化石能源

的最终消费量，ＣＦ表示各类化石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量，ＣＣ表示单位热值含碳量，ＣＯＦ表示碳氧化率，４４１２

表示ＣＯ２气化系数。（ＣＦ×ＣＣ×ＣＯＦ×
４４
１２）被统称为ＣＯ２排放系数。根据既有统计数据，实际测算中各类化

石能源包括煤炭、焦炭、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其对应的ＣＯ２排放系数依次为 １．６４７、２．８４８、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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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４５、３．１７４、３．１５０、３．０６４、２１．６７０。

２．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ＤＥＩ）。按照目前已有研究，对数字经济的测度主要分为编

制相关指数、构建卫星账户、核算增加值等方法，而相比于其他方法，相关指数编制方法由于在数据可获得

性、内容涵盖广度、指标核算处理等方面更具优势，因此在实际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据此，本文同样参照

指数编制思路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就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而言，由于数字要素资源的生

产及投入应用与各层次产业之间具有显著的交叉融合特征，且伴随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数字经济基础内

涵的延伸具有动态性，因此，对于数字经济概念的界定尚缺乏统一认识。根据对不同产业形态的属性认识，

数字经济实质上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经济与传统产业不断融合的结果，从其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来

看，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带动了数字经济的兴起，数字技术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普及则将数字

要素投入变现为实际产出，而数字应用规模的持续扩大则会引发数字技术的迭代创新，从而为进一步拓展

数字经济发展空间提供不竭动力。因此，本文根据数字经济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从数字化基础、数字化应

用、数字化创新三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以集中反映数字经济特征的代表性行业为导

向，同时考虑各指标的数据可获得性，研究最终选择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电信业务总量、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研发经费等１７个细类指标表征不同维度的数字化水平。各指标权重采用基于时序全局因子分析的

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得到，时序立体数据的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ＫＭＯ检验统计量（０．８３６）在１％的置信水

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可以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各类指标的权重。指标权重的计算结果及数字经

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见表１。

表１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权重／％ 单位 指标属性

数字化基础 数字公共基础设施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 ６．６３９ 万个 正向

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 ６．７６０ 万户 正向

长途光缆线路长度 ４．２４３ 公里 正向

数字消费基础设施 每百户家庭移动电话拥有量 ４．０７６ 部 正向

每百户家庭电脑拥有量 ６．２３５ 台 正向

数字化应用 移动终端用户规模 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 ６．９８２ 万户 正向

信息服务产业规模 电信业务总量 ５．７６９ 亿元 正向

软件业务收入 ６．２５２ 亿元 正向

通信等电子设备主营业务收入 ６．７５４ 亿元 正向

通信设备生产规模 手机产量 ５．３１０ 万台 正向

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 ４．３５１ 万台 正向

集成电路产量 ５．４１９ 亿块 正向

电子商务消费规模 快递量 ６．０２７ 万件 正向

数字化创新 数字技术创新经费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研发经费 ６．０２０ 亿元 正向

数字技术创新人才 软件研发人员数 ５．６０３ 万人 正向

数字技术创新成果 高技术产业专利申请数 ６．９０１ 项 正向

高技术产业新产品开发项目数 ６．６５２ 项 正向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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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控制变量

依据理论认识，同时借鉴既有研究经验［８－１０］，本文选取经济、人口、技术等指标作为控制变量。（１）经济

规模：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是推动碳排放量增长的主导力量，经济规模采用地区实际人均生产总值表示，实

际人均生产总值以２００５年为基期，利用人均生产总值指数经过平减得到。（２）人口规模：人口增长引致的

消费需求是产生碳排放的直接原因，人口规模采用年末人口总数表示。（３）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

应用能够降低工业企业的能耗强度，因此，采用绿色专利申请量作为表征技术创新的代理变量。（４）城镇

化：城市规模扩张会推动地区生产方式向工业化转变，从而会提高区域碳排放强度。为了避免人口城镇化

与模型中的人口规模因素产生共线性问题，基于土地城镇化的内涵表征城镇化水平，土地城镇化采用城市

建成区面积表示。（５）产业升级：产业的服务化升级有利于降低工业碳排放和促进低碳消费，产业升级采用

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表示。（６）消费能力：消费需求增加引致的市场规模扩张会进一步刺激

生产，从而增加碳排放，消费能力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生产总值比重表示。（７）投资水平：由投资扩

张拉动的产出增长是造成碳排放上升的直接原因，投资水平采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生产总值比重表

示。（８）对外开放：区域之间自由贸易的存在能够使得经济发达地区利用产业转移的方式改变区域碳排放

差异，地区对外开放程度采用外资企业投资总额占生产总值比重表示。（９）公共设施：良好的公共设施能够

通过缓解交通压力的方式降低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低碳发展，城市公共设施服务水平采用每万

人拥有的公交标准运营车辆数表示。（１０）环境规制：中国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可以通过行政处罚和市场调

节方式对企业污染进行管控，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传统能耗型企业利用技术创新方式加速绿色低碳转

型。由于环境规制强度是企业治污成本的反映，基于此，对于环境规制的衡量，本文采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

额占工业产值的比重表示。实证分析中为了消除量纲并解决异方差影响，对碳排放量、数字经济综合得分、

地区实际人均生产总值等绝对值指标进行对数化处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２。

表２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定义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碳排放 二氧化碳排放量对数值 １１．５１ ７．０４ ９．９９ ０．８４

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对数值 １１．７５ ４．６７ ８．１４ １．０３

经济规模 地区实际人均生产总值对数值 １１．９２ ８．６５ １０．３５ ０．６３

人口规模 年末人口总数对数值 ９．３５ ６．３１ ８．１９ ０．７４

技术创新 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对数值 １０．３５ ２．０８ ６．８２ １．６２

城镇化 城市建成区面积对数值 ８．７６ ４．７０ ７．０９ ０．７６

产业升级 第三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 ５．１７ ０．５３ １．１３ ０．６７

投资水平 固定资产投资额占ＧＤＰ比重 １．７０ ０．２１ ０．７８ ０．３１

消费能力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ＧＤＰ比重 ０．９８ ０．２４ ０．４０ ０．１１

对外开放 外资企业投资额占ＧＤＰ比重 ５．８０ ０．０５ ０．４２ ０．５１

公共设施 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数对数值 ３．２８ １．７５ ２．４４ ０．２７

环境规制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占工业产值比重 ２．８０ ０．０２ ０．３７ ０．３３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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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分析中采用的样本数据为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样本包含３０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地区和西藏），时

间跨度为２００６—２０１９年。以上各类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类统计年鉴。其中，生产总值、人口规

模、固定资产投资等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能源消费及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数据来自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数字经济测度相关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统计年

鉴》。各地区的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数据库，利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国际专利

分类绿色清单匹配汇总得到。在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算过程中发现，每百户家庭移动电话拥有量、电子设

备主营业务收入、软件研发经费等指标的统计数据在部分年份有所缺失，为保证面板数据的样本有效性，根据

缺失指标前后年份的样本信息，本文利用数值滑动平均方法对缺失样本进行插补处理。

　　（三）基准回归模型检验

基于前述理论假设，通过实证分析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

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ＣＤＥｉｔ＝Ｃ＋αＤＥＩｉｔ＋θｉＸｉｔ＋εｉｔ （５）

式（５）中，ＣＤＥ表示各地区碳排放水平，ＤＥＩ表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Ｘ表示包含各控制变量的集合形

式，α为核心解释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θ表示模型回归得到的各控制变量的系数集合，Ｃ为模型常数项，

εｉｔ为模型扰动项。各变量下标ｉ、ｔ分别表示ｉ省份第ｔ年的变量值。

对于最优模型形式的选择，分别结合ＬＲＦ检验和豪斯曼（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的统计量进行判断（见表３），

结果显示固定效应模型为最优模型形式。就固定效应的选择而言，一方面，受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禀赋差异

的影响，中国不同省份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另一方面，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实现绿色低碳转型，中国长期以来

实施环境规制政策，也就是说，各省份的碳排放水平不仅取决于自身的经济发展特征，而且还受到不随地区

变化但随时间变化的政策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选择采用省份时点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作为基准回归模

型，以此考察数字经济对中国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见表３。

表３　基准回归及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ＦＥ（１） ＦＥ（２） ＦＥ（３） ＦＥ（４） ＦＥ（５）

ＤＥＩ －０．２３２ －０．２５８ －０．２０４ －０．２０７ －０．２５７

（－８．２２） （－９．４９） （－６．５２） （－１．７０） （－９．４５）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１１．３２０ １６．２９５ １４．９９９ １６．１９０ １６．２２３

（５５．３２） （５．１１） （４．０８） （５．１１） （５．０７）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点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５９１ ０．６７４ ０．７１５ ０．９８０ ０．６７５

ＦｏｒＷａｌｄ ３８．７６ ３１．５５ ３８．３０ ８７０．７５ ２９．０６

ＬＲＦ ３６２．８６ １１４．３０ ９６．７９ — １１３．５３

Ｈａｕｓｍａｎ ２３．５４ ７０．３６ ５９．７３ １４８．９４ ７４．２２

　　注：、、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１０％、５％、１％的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括号内为ｔ值；后表同。ＦＥ（ｉ）表示不同的省份时点双
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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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引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模型ＦＥ（１）的估计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碳排放具有显著负向

影响。进一步通过引入控制变量后，模型ＦＥ（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仍与区域碳排放水平之间存在统计

上的显著负向关系，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降低区域碳排放。结合模型的联合显著性检验结

果及其拟合优度可知，各模型的估计结果在统计解释方面具有良好的效力。就基准回归模型 ＦＥ（２）得到的

统计结果而言，全样本层面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上升１％，大约可以使区域碳排放水平下降０．２５８％。

　　（四）稳健性检验

１．替换被解释变量

能源的投入产出过程具有复杂性。以工业生产为例，水泥、石灰、玻璃等原料的生产也会产生碳排放。

因此，基于化石能源消耗测算得到的碳排放量可能与地区实际碳排放量之间存在一定的测量误差，从而对

模型估计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更换为中国碳核算数据库（ＣＥＡＤｓ）公布的各省

份碳排放量，采用ＣＥＡＤｓ公布的碳排放量的对数值重新进行模型估计。表３中模型ＦＥ（３）汇报了替换被解

释变量后的估计结果。根据估计结果可知，采用ＣＥＡＤｓ公布的碳排放指标重新进行模型估计后发现，其估

计结果无论是系数大小还是显著性水平，均与前述基准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这说明测算误

差问题对估计结果不存在显著影响，基于化石能源消耗测算得到的碳排放量及其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即

数字经济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

２．工具变量法

在实证分析中，尽管本文考虑了诸多控制变量，同时也采用固定效应控制不可观测的区域差异对碳排

放的影响，但由于以“双碳”目标为导向的政策约束在促进低碳发展的过程中会倒逼绿色低碳技术的进步，

而这种具有绿色偏向性的技术进步会对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形成示范作用。也就是说，数字经济发展也可

能受到低碳发展的影响，这使得模型估计可能受到潜在反向因果的干扰，从而导致模型产生内生性问题。

同时，结合对变量内生性特征的统计检验可知，豪斯曼检验统计量（１４８．９４）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拒绝

数字经济不具有内生性特征的原假设，说明模型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鉴于此，本文选择采用工

具变量法对模型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根据伊武什和博兰（Ｉｖｕｓ＆Ｂｏｌａｎｄ，２０１５）［３０］的研究，地形起伏度会影响与数字技术相关的基础设施的

安装与调试，进而能够通过影响数字经济发展而间接作用于区域碳排放，但地形起伏度的自然地理特征基

本不受其他经济社会发展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地形起伏度能够满足工具变量对外生性和相关性的统计

要求。同时，考虑到地形起伏度指标对于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经验事实而言具有负向属性，因此，本

文采用各地区地形起伏度的倒数作为工具变量。由于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形起伏度无法满足面板数据分析

对样本数据时间异质性的要求，进一步借鉴努恩和钱（Ｎｕｎｎ＆Ｑｉａｎ，２０１４）［３１］的研究思路，在构造面板工具

变量时引入随时间变化的相关指标。具体做法为，将地形起伏度的倒数与上一年全国互联网普及率进行交

乘，从而构造满足面板数据分析的工具变量。地形起伏度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中心。全国

互联网普及率数据来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就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检验而言，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弱识别检验在 １０％的置信水平下对应的临界值

（１６．３８）远小于ＫＰｒｋＷａｌｄＦ检验的统计量（２４．７２１），ＫＰｒｋＬＭ检验统计量（１５．６８９）在１％的置信水平

下显著拒绝模型存在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以上检验结果表明，本文构建的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和

外生性假设，可以用于对内生性问题的统计分析。根据表３中模型ＦＥ（４）的估计结果可知，在采用工具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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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数字经济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负，即数字经济发

展能够显著降低区域碳排放水平的研究结论成立。

３．考虑外生政策冲击

一方面，从实现低碳减排的角度来看，在“双碳”目标的硬约束下，为了加速地区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国

家发展改革委于２０１０年正式实施低碳省区和城市试点政策，并相继于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７年进一步扩大了试点

政策的覆盖范围，目前各省份均有试点城市，该政策的实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推

动形成低碳技术创新体系，从而对地区碳排放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从数字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为了

加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展改革委于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在各省份分批遴选

上百个城市作为“宽带中国”示范点。该政策的实施不仅推进了宽带网络提速，也增加了网络覆盖面，从而

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发展。鉴于此，本文以中国实施低碳试点政策和“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为参考，分别生成

表征以上两种外生政策的虚拟变量（若各省份及其所辖城市在当年实施以上政策，则赋值为１，否则赋值为

０），进而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以上两种虚拟变量重新进行模型估计，以此考察外生政策冲击对模型估计

结果的影响。表３中模型ＦＥ（５）汇报了考虑外生政策影响的估计结果。根据结果可知，在考虑外生政策冲

击后，数字经济对区域碳排放仍然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五）影响机制检验

根据稳健性检验结果可知，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降低区域碳排放水平的研究结论成立。因此，在模

型ＦＥ（２）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能源利用效率和能源消费结构的角度出发，通过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考察数字赋能区域低碳发展的减排机制：

Ｍｉｔ＝α０＋α１ＤＥＩｉｔ＋θｉＸｉｔ＋εｉｔ （６）

ＣＤＥｉｔ＝β０＋β１ＤＥＩｉｔ＋β２Ｍｉｔ＋θｉＸｉｔ＋εｉｔ （７）

式（６）中，Ｍ为中介变量（包括能源利用效率和能源消费结构）。α１为数字经济对各中介变量影响的回

归系数，β１为在考虑中介变量的联合影响下，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影响的回归系数，β２为中介变量对区域碳排

放影响的回归系数，控制变量以及变量下标等参数含义同式（１）。对于以上中介变量的表征，能源利用效率

（ＥＵＺ）采用单位工业产值能耗表示，能源消费结构（ＥＣＳ）采用煤炭消费量在能源总消费量中的占比表

示。各地区煤炭消费量及其能源消费总量根据地区能源平衡表数据，利用各种能源折标准煤系数计算

得到。采用联合显著性检验以及自举法（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检验方法考察中介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见表４。

表４　中介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Ｍ（１） Ｍ（２） Ｍ（３） Ｍ（４）

ＤＥＩ －０．２４７ －０．１３３ －０．０４５ －０．１９８

（－９．４６） （－５．０１） （－５．２４） （－７．７４）

ＥＵＺ ０．５０４

（１０．６０）

ＥＣＳ １．３３５

（８．８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９．６３８ １１．４３９ ２．２１１ １３．３４３

（３．１４） （４．０５） （２．２０） （４．５８）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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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续）

变量 Ｍ（１） Ｍ（２） Ｍ（３） Ｍ（４）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点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８０６ ０．７５１ ０．６８１ ０．７３２

ＬＲＦ ３６．４６ ９２．５３ ５４．１３ ８１．６８

Ｈａｕｓｍａｎ ５０．２３ ９４．３２ ３４．７４ ６４．３０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０．０８０ －０．０６８

　　注：Ｍ（ｉ）表示不同的中介效应模型估计。

模型Ｍ（１）和模型Ｍ（３）分别汇报了数字经济对能源利用效率和能源消费结构影响的回归结果，模型

Ｍ（２）和模型Ｍ（４）分别汇报了在加入能源利用效率和能源消费结构后，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影响的回归结

果。根据回归结果可知，首先，数字经济对单位工业产值能耗和煤炭消费占比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比

较其回归系数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对单位工业产值能耗的负向作用强度更大。其次，就单位工业产值能耗

和煤炭消费占比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而言，二者均对区域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于当中介效应较

弱时，联合显著性检验的检验势不高，本文进一步结合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检验结果进行判断分析。检验结果显示，以

上两种中介效应模型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检验的置信区间分别为［－０．１０８，－０．０５５］和［－０．０９７，－０．０４５］，均在

９９％的置信区间内不包含０，说明检验结果均显著拒绝“不存在中介效应”的原假设。最后，观察各中介效应

模型中数字经济对区域碳排放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加入中介变量后，数字经济仍然对区域碳排放存在

显著的负向影响。综合以上结果可知，单位工业产值能耗和煤炭消费占比对于数字经济降低碳排放均存在

显著的中介效应（二者的中介效应分别为 －０．０８０和 －０．０６８，其在总效应中的占比分别为 ３２．６７％和

２７．６６％），即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的方式降低区域碳排放，且相比而

言，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其主要的碳减排方式。

　　（六）空间效应检验

进一步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考察数字赋能区域低碳发展的空间效应。首先，通过构建空间权重矩阵识

别空间自相关性。根据对碳排放影响因素的认识，空间权重矩阵的构建采用同时考虑地理距离因素和经济距

离因素的经济地理距离嵌套矩阵（Ｗ１）①，且考虑到空间计量模型的参数估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空间权重矩
阵设置特征的影响，因此，本文同时结合反地理距离矩阵（Ｗ２）和地理邻接矩阵（Ｗ３）进行对比分析，以此检

验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其次，利用莫兰指数对碳排放指标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在

１％置信水平下显著拒绝变量“不存在空间自相关”的原假设。这说明可以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开展实证

分析。最后，参照埃尔霍斯特（Ｅｌｈｏｒｓｔ，２０１４）［３２］提出的检验思路确定最优空间计量模型形式。沃尔德

（Ｗａｌｄ）检验统计量（分别为８９．７８和８８．６１）在１％置信水平下显著拒绝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优于

空间杜宾模型的原假设。这说明空间杜宾模型是刻画本文样本观测值特征的最优模型形式。豪斯曼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统计量（－２１３．４１）显著拒绝随机效应优于固定效应的原假设。ＬＲ检验统计量（分别为

５９

① 经济地理距离矩阵（Ｗ１）的计算公式为：Ｗ１＝Ｗ２×ｄｉａｇ（Ｘ１／Ｘ，Ｘ２／Ｘ，．．．，Ｘｎ／Ｘ）。其中，Ｗ２表示反地理距离矩阵（地理距离采用经

纬度计算得到），ｄｉａｇ（．．．）表示对角元素矩阵，其对角元素Ｘｉ／Ｘ表示区域ｉ的经济影响力，Ｘｉ为区域ｉ在研究时段内的实际人均ＧＤＰ的均值，

Ｘ为各地区Ｘｉ的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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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４７和８５０．１７）在１％置信水平下显著拒绝空间固定效应或时点固定效应优于双向固定效应的原假设。

这说明双向固定效应是刻画模型特征的最优形式。因此，本文最终选用具有双向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

进行分析。模型形式如下：

ＣＤＥｉｔ＝Ｃ＋ρ×Ｗ×ＣＤＥｉｔ＋α×ＤＥＩｉｔ＋β×Ｗ×ＤＥＩｉｔ＋θｉ×Ｘｉｔ＋μｉ＋λｔ＋εｉｔ （８）

式（８）中，ρ为用于反映不同地区之间碳排放空间自相关性的空间自回归系数；Ｗ表示空间权重矩阵；

Ｗ×ＤＥＩｉｔ表示数字经济的空间滞后项，β为空间滞后项对应的回归系数；μｉ和λｔ分别表示省份效应和时点

效应。控制变量以及变量下标等参数含义同式（１）。根据勒沙杰和佩斯（ＬｅＳａｇｅ＆Ｐａｃｅ，２００９）［３３］的认识，

地区之间大量交互信息的存在使得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边际影响有别于采用点估计方法的回归系数

含义，而对于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的检验，变量变化的偏微分解释可以为此提供有效参考。因此，本文采

用根据回归系数计算得到的效应分解结果考察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影响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模型

的效应分解结果见表５。

表５　空间计量模型的效应分解结果

变量 Ｗ１－Ｄ Ｗ１－Ｉ Ｗ１－Ｔ Ｗ２－Ｄ Ｗ２－Ｉ Ｗ２－Ｔ Ｗ３－Ｄ Ｗ３－Ｉ Ｗ３－Ｔ

ＤＥＩ －０．２５８ －０．２１６ －０．４７４ －０．２５０ －０．２６１ －０．５１１ －０．２２８ －０．２３６ －０．４６５

（－８．７８） （－２．３７） （－５．４９） （－８．９３） （－２．８４） （－５．７２） （－７．６２） （－３．６１） （－７．２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点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Ｌｏｇｌｉｋ ３４２．２９ ３５５．５１ ３６７．８２

Ｒ２ ０．３５４ ０．３５４ ０．３６１

ρ ０．１３３ ０．２００ ０．３１３

　　注：Ｗｉ（ｉ＝１，２，３）表示分别采用经济地理距离矩阵、反地理距离矩阵、邻接矩阵的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Ｄ、Ｉ、Ｔ分别表示模型效应分解的
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

根据估计结果可知，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的模型效应分解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这说明空间计量模型的

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各模型的空间自回归系数ρ显著为正，说明区域碳排放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空间关

联效应。模型的效应分解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数字经济

的发展不仅能够显著降低本地区的碳排放，同时也能够显著降低邻近地区的碳排放。

　　（七）非线性关系检验

在非线性关系检验中，首先，按照通常的做法，采用在基准回归中引入核心解释变量二次项的方法检验

数字经济发展与区域碳排放之间可能存在的倒 Ｕ型曲线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二次项系数显著为

负，这说明数字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可能存在倒Ｕ型曲线关系。其次，需要强调的是，当非线性函数具有

凸形单调特征时，仅仅采用加入二次项的方法会导致对曲线关系的误判。因此，借鉴林德和梅勒姆（Ｌｉｎｄ＆

Ｍｅｈｌｕｍ，２０１０）［３４］的做法，本文进一步利用对比样本极值点与实际观测值的方法进行倒Ｕ型关系检验，以此

判断样本区间内是否包含倒Ｕ型的极值拐点。检验结果显示，在碳排放趋向峰值的拐点上，数字经济对应

的模拟参考值为２．７４２，而全样本观测值所在的实际区间为［４．６８６，１１．７５０］，这表明全样本观测值的实际区

间并不包含函数取得极值点时对应的水平值，而是位于该水平值的右侧，也就是说，在研究时段内，数字经

济与碳排放构成的统计关系是具有单调递减特征的函数关系，而非严格的倒Ｕ型曲线关系。由此进一步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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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态分析可知，数字经济与碳排放得到的线性拟合方程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右

侧的函数特征相契合，二者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即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在整体上已经越过环境

库兹涅茨曲线的顶点，中国当前的数字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低碳减排阶段。

虽然上述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与碳排放之间不存在严格的倒 Ｕ型关系，但受到不同经济发展背景的影

响，二者的函数叠加仍然可能会使单调递减的函数关系产生结构突变的非线性特征，对此，本文进一步通过

构建面板门槛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动态影响。鉴于数字经济与碳排放均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函数，

因此，本文将用于表征经济发展水平 （ＧＤＰ）的各地区实际人均生产总值的对数值作为门槛变量。面板门

槛模型形式如下：

ＣＤＥｉｔ＝Ｃ＋α０×ＤＥＩｉｔ×Ｉ（ＧＤＰ≤γ）＋α１×ＤＥＩｉｔ×Ｉ（ＧＤＰ＞γ）＋θｉ×Ｘｉｔ＋εｉｔ （９）

式（９）中，ＧＤＰ为门槛变量，γ为待估计的门槛值；Ｉ（·）为反映约束条件的示性函数，若满足括号内的

条件，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α０和α１分别为数字经济在门槛值两侧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回归系数；控制变

量以及变量下标等参数含义同式（１）。模型估计结果见表６。

表６　非线性关系检验的各模型估计结果

倒Ｕ型曲线检验 门槛回归模型检验

二次项 极值 门槛数量 Ｆ γ ９５％置信区间 α０ α１

－０．０１７ ２．７４２ 单一门槛 ４４．８７ １１．４３９ ［１１．３８８，１１．４５１］ －０．２５０ －０．２８８

（－２．４６） ［４．６８６，１１．７５０］ （－９．６５） （－１０．９６）

倒Ｕ型曲线检验的其他统计量： 双重门槛 １７．４９ — — 单一门槛模型检验的其他统计量：

Ｒ２ ＝０．５９７Ｆ＝３７．０７ ρ＝０．９７８ 三重门槛 ７．１６ — — Ｒ２ ＝０．７０７　Ｆ＝３５．１６　ρ＝０．９７３

　　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次数为３００；门槛回归模型检验采用包含控制变量的省份时点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根据门槛模型的检验结果，首先，在１％的置信水平下，除单一门槛外，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的Ｆ统计量

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的实证检验中，数字经济对区域碳排放

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且该非线性特征表现为单门槛效应，其门槛值γ为ｅ１１．４３９（折算实际人均生产总值约

为９．２８７万元）。其次，根据门槛回归结果可知，在门槛值的两侧，数字经济对区域碳排放均具有显著的负

向影响，且当经济发展水平跨越门槛值后，数字经济对区域碳排放的负向作用逐渐变强，这表明伴随经济发

展水平的演变，数字经济的低碳减排效应呈现边际递增的特征。

参照数字经济在不同经济背景下对区域碳排放的动态影响，就各地区的具体情况而言，将各省份２０１９

年的实际人均生产总值与门槛值进行对比可知，除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外，其余省份在整体上尚未跨越门

槛值，这说明面临经济发展水平的条件约束，数字经济的减排效应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仍存在进一步的释放

空间。另外，通过对比各地跨越门槛值的时间发现，数字经济低碳减排效应增强的时间节点位于２０１３年前

后，这与中国数字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一致。也就是说，在２０１３年后，得益于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数

字经济的低碳减排效应也随之加速释放。

　　五、结论与讨论

　　（一）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扩展的ＳＴＩＲＰＡＴ方程以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分析探讨了数字赋能区域绿色发展的低碳减排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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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并利用中国２００６—２０１９年３０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

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降低区域碳排放，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即

数字赋能对于促进区域绿色低碳发展具有显著的低碳减排效应。第二，就数字经济减排效应的作用机制而

言，从能源活动的角度来看，单位工业产值能耗和煤炭消费占比均对数字经济降低区域碳排放存在显著的

中介效应，即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的方式赋能区域低碳发展。第三，

进一步考虑数字经济低碳减排效应的空间关联特征后发现，数字经济对区域碳排放的负向影响存在显著的

空间溢出效应，即数字经济不仅能够推动本地区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同时也有助于降低邻近地区的碳排放。

第四，在研究时段的全样本层面，数字经济对中国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在整体上已经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的顶点，即中国当前的数字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低碳减排阶段。伴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演变，数字经济对区域

碳排放的负向影响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当经济发展水平跨越门槛值后，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呈现边

际递增的特征。

　　（二）政策启示

立足于中国当前经济增长需求以及新能源技术约束，传统能源消费仍是支撑中国未来经济平稳运行的

重要力量。在企业加速绿色低碳转型的过程中，倘若通过拉闸限电的方式进行能耗双控限产，这不仅会冲

击经济的稳定增长，也会造成既有资源的浪费。因此，相较于“运动式减碳”而言，不以牺牲经济发展而实现

“双碳”目标的数字赋能方式更符合现实的低碳减排逻辑。基于此，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

第一，数字赋能可以为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有效路径。围绕“双碳”目标，建议地区发展在完善新型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应加快数字赋能“双碳”重点领域，扩大数字技术在能源开发利用、电力系统构

建、绿色低碳消费等场景中的实际应用，推动生产智能化转型和生活数字化升级。也可以充分利用大数据

和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优势，跟踪、学习、模拟碳足迹，推动建设碳达峰大数据平台和碳中和数字化服务系统，

从而助力地区预测和优化碳排放活动。另外，要持续加大数字赋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的研发投入力度，利

用数字信息技术积极探索碳捕获、碳利用、碳封存等负排放前沿技术，降低绿色低碳技术的使用成本，从而

赋能区域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第二，要突出数字技术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方面的赋能作用。受到能源禀赋特征、新能源发电波动以

及储能技术等约束，在未来一定时期内，煤炭消费在中国能源资源利用中仍占主导地位，因此，中国绿色低

碳发展的重点仍应围绕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展开。根据数字赋能低碳发展的减排机制，建议一方面可以打造

智能化的能源资源配置平台，丰富创新能源利用方式，积极推动数字技术与资源开采、煤炭清洁、电力传输

等能源活动实现深度融合，并加快转变高能耗的产业结构，促进产业优化升级，从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另

一方面，也要加快构建城市生活全覆盖的数字化网络，通过培养数字消费模式促进节能减排，从而优化能源

消费结构，为区域绿色低碳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第三，全面绿色低碳发展需要建立以数字平台为导向的区域碳排放合作机制。就中国区域碳排放的合

作机制而言，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虽然初显成效，但要建立相对完善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仍需解决

碳排放量监测、报告、核查等技术问题，而数字技术为解决以上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因此，建议加快通过

卫星遥感、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构建科学高效的碳排放计量监测体系，同时建立满足企业碳排放管理

需求的数字信息服务平台，从而推动形成全国统一减碳大市场。此外，要积极创新区域数字产业合作模式，

通过加快建设高速数据中心直联网络，统筹推进“东数西算”工程，优化数据资源配置，促进数字经济均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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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从而推动形成数字赋能区域低碳发展的协同减排格局。

第四，数字赋能低碳发展的政策设计需要考虑区域经济背景的差异特征。虽然中国当前的数字经济发

展在整体上已经进入低碳减排阶段，但数字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数据中心运营仍然可能存在增加碳排放的潜

在风险。因此，就经济发达地区而言，建议通过应用深度学习算法等数字技术，实时监控数字设备运行数

据，持续进行信息系统自主调优维护，实现数字设备的智能供电散热，并加快利用人工智能开源平台提升数

字模型开发效率，以此降低数字设备能耗水平，减少模型开发过程的碳足迹，从而强化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

力。而对于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要重视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布局，避免低效的数字设备投资，并加速推动传

统能耗产业实现数字化转型，从而释放数字经济的低碳减排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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